
权威是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的权力，

是政治的基础，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一

致的行动。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中心，任何

一个政党要想持久的拥有权力，就必须不断

重塑自身的权威，缺乏公众广泛认同的政党

权力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

党，将人民当作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新时

代，加快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

加强基层党组织权威建设。特别是在实施乡

村振兴的关键时期，权威的巩固和强化是解

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

的关键所在。回顾并总结历史上农村基层党

组织权威建设的经验，可以为今天的基层党

建提供丰富的借鉴。

一、组织嵌入——树立农村基层权威

的基础

“嵌入”一词，首用于卡尔·波兰尼，用来

分析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关系，格

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人们的经

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动关系，现在被广

泛应用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

科。嵌入包括主体的“嵌入”和客体的“受

嵌”的双向互动关系。就权威的定义来讲，某

个主体 （个人、群体或组织） 是否拥有权威，

关键在于主体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 或者行为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权威构建的路径
分析
李宇征 刘芯宇 *

【摘 要】权威是政治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取得了

丰富的权威建设的历史经验。实现组织嵌入是树立权威的基础，完成政治整合是

巩固权威的关键，保持政党自主是强化权威的保证。新时代，重塑并强化农村基

层党组织的权威，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

略保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权威 组织嵌入 社会整合 政党自主

* 李宇征，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芯宇，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发

展研究课题“新时代乡村基层党组织权威的重塑与强化研究”（基金项目号：2020010204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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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得到客体的认同与支持。认同或支持来源

于主客体之间的长期互动，正是在长期互动过

程中，主体的权力得到客体发自内心的认同和

支持，从而在主客体之间形成一种权威关系。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来看，其基层组织

在农村权威树立的基础在于党向乡村的下潜

制，在组织嵌入中不断吸纳乡土人才，对乡村

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再造。

传统中国虽然是个王权专制的社会，但是

城市的统治者处于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受交

通、通讯条件的制约以及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

生产极其有限的约束，王权的影响力十分有

限，“皇权止于县政”。广大农村基本上是“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

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一般而

言，中国农村传统政治系统是“绅权、族权和

皇权”三者的互动和调适，皇权以官僚系统为

中心，自上而下地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

代表国家的力量，普通平民就属于“沉默的大

多数”，像一盘散沙。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

联系就在于后者向前者提供赋税和徭役，如果

赋税和徭役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那就是太平

盛世；如果超出了承受的范围，结果就是官逼

民反，王朝更替。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现代化

压力的增大，清王朝统治后期，国家政权已经

开始逐步向乡村扩张和渗透，但是由于政权自

身的阶级属性限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乡村

社会结构和乡土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导致

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并未成功，出现了严重

失序状态，社会动荡混乱，其中包括近代以来

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同盟会及其演化

而来的国民党的努力，就如美国中国问题专家

费正清所言：“国民政府在避免乡村中发生社会

变革的同时，采取措施来巩固其政治权力。”①
向乡村的渗透都陷于“内卷化”的困境，缺乏

群众基础的政党必然失去政治权力。在发展中

国家，现代城市诞生的政党能否有效实现向乡

村的嵌入，获得农民的认同和支持，成为政党

通向权力之源。

和国民党不同，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虽然出身于城市精英阶层，但一直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为指导、始终代表广大工农利益，高度

重视对乡村民众的组织和动员。中国共产党的

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在 《土地与农民》 一文中就

指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

来，参加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

了。”②1923年中共三大党纲指出，中国农民占

人口的 70%，没有农民的参与，国民革命就难

以取得成功。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在血的教

训面前，中国共产党逐步放弃了以城市为中心

来开展革命的思想，转向探索一条“农村包围

城市，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新的革命道路，

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乡村转移，党组织逐渐

在乡村建立、巩固和发展壮大。

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发展中国家，“一个政

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

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

到农村地区”“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功

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③。随着

红军在战争中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出现，共产党

逐步建立、发展起苏维埃政权并专门通过了

《乡村苏维埃的组织决议案》，发展苏区文化教

育事业，依靠政党内部的组织层级，实现了自

身意志在农村的贯彻，逐步树立、巩固并强化

了自身的权威。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1937 年的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 明确指出：“采取普遍

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

实现彻底的民主。”④这项规定也是抗日根据地

“三三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按

照“三三制”原则改造乡村政权，积极动员农

民，组织农救会、人民武装自卫队、互助组、

读报小组等各种民众团体，改变了农民在乡村

政治中的弱势地位，焕发了农民蓬勃的政治热

情，同时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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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

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

村移到了城市。……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

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⑤事实

上，正是因为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才

得以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延伸，特别是在农业合

作化进程中，党中央发现如果不从当地农民中

发展党员，夯实党的基层组织，中央的决策就

难以真正有效的在农村贯彻，1956年和1958年

两个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高潮时期，正是发展农

村党员的高峰期，“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后果

就是将党的支部由行政乡一直延伸到村庄和生

产单位。”⑥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标

志着党组织正式渗透到了乡村。“共产党不失时

机地对社会进行了改组：削弱血亲关系，代之

以村社一级团体和群众组织，对家庭经营先是

限制而后就将其国有化，把阶级分子和党员安

置在各种组织的领导岗位上。”⑦
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党下乡”，为改革开

放时期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

领导核心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开始

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村民自治的推行，人民公社时期的

“总体性社会”逐步解体，但是党组织在乡村的

核心领导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当然，随着时代

的发展，乡村基层党组织权威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突出表现在相当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并

没有随着改革发展而实现自身结构和功能转

换，传统的“动员和组织”功能被颠覆，而新

的功能尚未形成，甚而出现“停转”“空转”和

“反转”的问题。⑧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提出一系列战略举措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党的十九

大特别提出要以加强基层组织的组织力建设为

重点，修订了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指南。

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改革措施，基层党组织

建设质量明显提升，权威大大增强，特别是在

全面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广大基层党员干

部，用事实行动感化教育乡村民众，获得了广

大民众高度认同和支持，夯实了党在农村执政

的基础，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打下坚实

的组织保障。

二、政治整合——巩固农村基层权威

的关键

嵌入，是实现主客体双方建立联系的第一

步。作为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中国

共产党人，要想在农村真正获得并巩固自身的

权威地位，还必须在满足利益需求的基础上，

把自身的价值主张化为农民的自觉行动，将辽

阔地域上分散居住的农民整合进统一的国家发

展体系，达成价值共识，形成统一行动。整

合，一般指分散的部分结合成为有机整体的状

态和过程，整合可以分为政治整合和社会整

合。社会整合是指作为主体的政党将分散的、

异质的、多元的社会要素纳入一定的政治框架

以实现自身的纲领和主张。政党的政治整合既

包括对社会的整合，又包含对自身的组织整

合。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领导核心的中

国共产党，对社会进行整合是其自身应有的功

能，同时，在对社会进行整合的同时也在不断

进行自我整合。

其中，社会整合起着基础性作用，因为

“政党来源于社会，又回归于社会”⑨。社会整

合的水平取决于政党的利益代表功能实现程

度，因为“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

利益有关”⑩。土地作为农民利益的核心，贯穿

于“政党下乡”整个历史进程。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剥夺剥削者

的土地，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满足贫苦

农民世世代代对拥有土地的愿望，结果“农民

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具体表现为：《井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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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土地法》 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

获得土地的权利；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减租减息

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

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首先从变革农村土地

生产关系入手，1950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土

地改革，彻底实现了农民的“翻身”解放，广

大农民劳动者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农

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增长。虽然后期合作化、人

民公社化运动犯了过急、过快的错误，但是总

体来看，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还是取

得了巨大的进步。伴随着村落“土改”和农民

“翻身”的步伐，农村基层政权很快从依循传统

再到全新再造。改革开放后，“大包干”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土地确权，依法

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为广大农

民安心进行农业生产吃了“定心丸”。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农业农

村建设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加快了“以城带

乡”“以工哺农”的步伐，使广大农民共享经济

社会发展的成果，增强农民的安全感、获得感

和幸福感。

社会整合是政治整合的基础，政治整合起

着引领性作用。事实上，无论是政治整合还是

社会整合，都包含有执政党对自身成员和社会

成员进行政治社会化，取得一定程度共识的重

要内容，否则，一致行动就难以进行，“没有权

威，就没有政治，没有信念伦理，就没有权

威”。也就是说，权威的获取虽然依赖于经济

发展、政治民主等政绩，但是最终还得依靠一

定的信念来支持，也就是基层党组织必须不断

拓展自身合法性资源，“合法性与建立物质动

机、情绪动机或价值合理性动机上的服从愿望

不一样，后者不是构成统治的可靠基础。任何

统治要巩固它的持久存在，都要唤起对合法性

的信仰”。面对日益彰显的“工具理性”，基

层党组织必须要把重建农村的“价值理性”当

作重要任务，因为和工具理性相比，价值理性

更能超前于眼前的利益得失，也就是说任何政

党制定的纲领本身都蕴含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精

神追求，只有通过社会化的途径，将价值观念

和精神追求内化为民众内在自觉诉求，才能唤

起一致行动。

与西方政党侧重利益综合和表达功能不

同，中国共产党将培育社会公众共识、形成对

政治体制的忠诚感当作拓展合法性资源、巩固

政党权威的重要任务。在革命、建设、改革时

期，都可以看到党对农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

教育和引导。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

织以民族主义代替家族观念，以阶级划分代替

伦理分辈，以共产主义教育代替传统道德灌

输，形成革命的共识，凝聚革命力量。建国以

后，由于革命的惯性，意识形态教育成为发展

农村经济、巩固基层政权的主要手段，有的学

者就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

中国共产党主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

态来培育民众的认同感以凝聚人心，从而来控

制和引导国家的政治生活”。针对国内社会

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1951 年2月中共中

央发布了 《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

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紧接着又发布了 《关

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

1978年以后，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不意味着党放松了对意

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重要工作。邓小平指

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逐渐减少在农村设

立直接管理机构，而是以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以及村党支部等对广大农民群体进行宣传教

育，教育手段更加灵活化、多样化。面对农民

主体意识日益增长、利益化倾向日渐浓厚的今

天，基层党组织突出政治功能的重要任务就是

实现思想引领，善于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

功能，改变以前“泛政治化”“超强制”“喊口

号”的机械灌输方式，迎接挑战，主动变革，

适应时代和人民需求，将重建乡村人心秩序作

为新的重要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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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党自主——强化农村基层权威

的保证

现代都市政党在深入乡村的时候，都会面

临适应性的挑战。传统中国的农村，权威一般

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言的“传统型权威”和

“阿贝斯玛型权威”的结合，带有较强的“人

治”色彩。现代社会，权威类型经历了从“传

统型权威”“阿贝斯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

威”转变过程，即由“人治”向“法治”转

变，相比城市，农村的转变过程较为缓慢，因

此，相当一部分“正式权力”都存在“非正

式”运作的现象。因此，照顾到农村的历史和

现实，当前中国相当一部分基层党组织农村工

作的开展都采取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对权力经

营的手段，特别是形成对当地乡村干部精英的

生存发展智慧的依赖，具体做法就是把改革开

放进程中涌现出来的“能人”“富人”吸收入

党，进而实现基层党组织扩大覆盖面、增强影

响力的目标。但是，多地的经验证明，如果没

有制度的约束，这些经济上涌现出来的“能

人”“富人”可能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为自己谋

取私利，出现村民入党动机不纯、党员群体向

富人转化、党员意识弱化和民主集中制形式化

等问题，破坏了党纯洁性和先进性，从而损坏

党在广大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因此，农

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在实现制度化的基础上再唤

起“能人”“富人”等农村精英的入党参政积极

性。制度化是实现自主化的保证，也是破解当

今农村出现众多治理难题的中心环节。邓小平

同志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就讲到：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

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

面。”
制度就是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行为准

则。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

的一种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组

织有了很大的发展。1962年10月，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指出了农村人民公社中基层党组织的设

置方式，起草了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试行草案》，为农村党支部工作的开展提

供了依循。另外，村民自治的实践需要制度的

保障，制度建设促进了农村政治运作的程序

化、透明化，并加强了对村委会的监督。以村

民自治示范活动为契机，除了 《村组法 （试

行）》 的保障外，其他系列制度也逐渐得到完

善。许多村庄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 《村规民

约》《村务公开制度》 等，比如 1991 年山东省

章丘市率先将村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综合归

纳为《村民自治章程》。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完善

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各种问题逐渐

开始显现，威胁着基层党组织的权威。而农村

基层党组织作为联系党与广大村民的桥梁与纽

带，既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利益需

求，及时做出回应，同时又必须拥有自身制度

化的防御措施，防止基层党组织被农村其他新

兴起的富人阶层、宗族、宗教等组织所“俘

获”，甚至被黑社会组织所操纵。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强

化基层党组织权威，必须将全面从严治党贯

彻到底。

首先，牢固树立基层党员“四个意识”，增

强“两个维护”，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等党内法律法规文件，确保党中央政令贯通，

确保党中央的命令不折不扣地在农村得到贯彻

执行，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之决心和勇气，

对一切损害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思想和行为

进行坚决的斗争。利用一切现代化科学技术手

段防止中国古代出现的政治统治影响力随着城

市向乡村的延伸而逐次减弱现象的发生。

其次，采取各种措施增强基层党组织的

“免疫力”，防止被特定利益集团所俘获。中国

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组织，

坚决不能成为少数人借以谋私利的工具。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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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项目制的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扶贫过

程中，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精英俘获”现

象。平衡精英与大众的利益，要求基层组织必

须在完善党内民主的同时，不断完善推进基层

村民自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民主覆盖

范围，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以民

主制衡财富，以法治约束民主，确保基层党组

织的决策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提升基

层组织在普通民众中的认同程度和支持力度，

牢固树立基层党组织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权威

地位。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成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历史任务。作为实现乡村振

兴的领导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高低决

定了基层党员和群众思想、力量、智慧和行动

的凝聚程度。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加强组织建

设，实现组织深度嵌入，提升政治整合能力，

推进基层党组织制度化以保障政党的领导与相

对自主地位，仍是新时代重塑并强化基层党组

织权威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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